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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政府积极实施应对少子化国家发展战略与完善教育减负政策的双重背景下,探究影子教育与居

民生育意愿之间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家庭生育决策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数据和城市层面数据,实证检验影子教育扩张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在地位

外部性作用下,影子教育扩张对居民生育意愿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且在已育,社会交往紧密家庭,以及低收入、未

参与养老保险等相对弱势群体中作用效果更为突出。 机制分析表明,影子教育通过增加家庭教育支出、减少个

体闲暇时间、引发教育焦虑,迫使个体面临“养儿贵”“养儿累”“养儿难”等生育成本,进而弱化生育意愿。 进一

步分析发现,增加公共教育支出,推广落实针对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政策,有利于缓解上述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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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sion of shadow education, status externalities,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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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dual background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 a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cope with childlessnes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burden reduction policies, exploring the intrinsic

correlation between shadow education and residents’ fertility intention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amily fertility decision-making,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shadow education expansion on residents’ fertility intentions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and city-level data. It is found that under the effect of status externality, the expansion of shadow

edu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residents’ fertility intentions, which is more prominent in families with

children, families with close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relatively disadvantaged groups such as low-income groups and

those not participating in pension insuranc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shadow education increases family education

expenditure, reduces individual leisure time, and triggers educational anxiety, forcing individuals to face fertility costs

such as “expensive child rearing”, “ tiring child rearing” and “ difficult child rearing”, thereby weakening fertility

intention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increasing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 and implementing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for the elderly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above negative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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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率持续低迷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显著

特征。 自 1992 年以来,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人

口自然更替的基准线①,2023 年更缩减至 1. 02 的

极低水平②。 这一持续性的低生育率现象不仅导

致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潜在短缺,还大幅削

弱了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已成为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瓶颈之一[1]。 为应对人

口新形势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采取渐进式生育

政策调整③,然而人口出生数量并未达到政策预

期效果(图 1 折线所示),完全依赖于生育政策调

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生育率持续下滑的趋势,中
国已经由政策性低生育阶段转变为内生性低生

育阶段[2] 。 当前内生性低生育率的驱动力主要

源自微观主体的理性生育决策行为,其中高昂的

生育成本已成为制约生育的核心内生因素[2 - 3] 。
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强调,“优化人口发展战略,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

本”。

①　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个数,对应人口自然更替的基准线为 2. 1。

②　数据来源:《中国生育报告 2024》。

③　2013 年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中国于 2014 年开始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单独两孩

政策;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宣布于 2016 年开始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21 年《关于修改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又进一步提出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三孩生育政策。

④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显示,2018 年约 24. 4% 的中小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其家庭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

达 40% 。

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传统文化的

熏陶,中国家庭将教育视作提升子代质量、促进阶

层流动的核心路径。 随着公共教育资源与机会趋

于平等,家庭开始聚焦于抢占校外培训机构所提

供的补充教育资源[4]。 学界将家庭为提高子女学

习成绩在正规学校教育外,向校外培训机构寻求

课外补习的现象称为影子教育[5]。 近年来,影子

教育市场持续扩张,2019 年其经营性收入已高达

9 251亿元。 尽管受新冠疫情影响,其市场规模在

2019 年后有所下降,但整体规模并未出现实质性

缩减,反而加速了向线上教育模式的转型(如图 1
柱状图阴影部分所示)。 影子教育市场本是适应

教育需求的“补差”产物,但在补充教育日渐普及

且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背景下逐渐成为“占优”的

工具,促使家庭被迫调整资源配置,保障子女通过

参与补充教育取得竞争优势,这已成为当前中国

社会的另一显著特征④。

图 1　 中国影子教育市场规模与出生人口数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出生人口数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在线教育市

场规模与校外培训市场规模数据整理自 Wind 数据库。

　 　 事实上,家庭之所以会被影子教育市场裹挟

进行过度教育投资,根源在于影子教育所具有的

地位外部性。 具体而言,由于家庭处于紧密的社

会交往网络,能够直接感知周围家庭的教育投资

决策与子女表现带来的社会比较压力。 当影子教

育可及性提升,一旦有“别人家的孩子”通过补习

获得比较优势,周围家庭就会受地位外部性驱动,
为维持或提升子代相对竞争优势,投入大量的金

钱、时间、精力参与影子教育。 这使得学生之间的

竞争逐渐演变为家长资源的比拼,“海淀妈妈”“鸡
娃”等教育畸形产物层出不穷,越发加重了社会对

教育的焦虑情绪,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当

家庭认为影子教育使其难以承担相应的生育成本

时,就可能减少自身生育计划。 基于此,地位外部

性为联系当前中国社会的两个显著特征提供了潜

在解释,影子教育的野蛮扩张很可能是当前中国

低生育率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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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影子教育是否通过推高生育成本进而对

居民生育意愿带来消极影响,对于中国政府实施

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失衡问题的国家战略、具体落

实教育减负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明清时

期累计进士数量为工具变量,实证检验了影子教

育对居民生育意愿的消极作用,为“双减”等教育

减负政策提供经验证据⑤。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

在 3 个方面。 第一,为微观人口经济学领域研究贡

献实证证据。 本文深入探究影子教育对个体生育

意愿的影响,并通过分解生育成本进一步剖析其

内在作用机制,从而对微观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

因素进行更为深入的阐释和拓展。 第二,扩展当

前教育减负政策效果评估的研究视野。 目前有关

教育减负政策的研究多聚焦于对学生身心健康、
家庭教育投入、教育公平的影响,本文则从生育意

愿出发提供了全新的效果评估视角。 第三,为构

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供了经验参考。 本文剖析

了提振生育意愿过程中,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健全

社会保障等政策与规范影子教育市场的协同作

用,这对未来提升我国生育率水平及其配套政策

体系的部署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第

二部分是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

设计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五

部分是机制分析;第六部分是进一步分析;第七部

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以往关于生育影响因素分析的文献可划分为

个人家庭等微观层面和社会经济等宏观层面。 从

微观角度来看,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使

得个体生育面临的机会成本呈现出差异性,从而

对其生育决策产生影响[7 - 9]。 此外,家庭的收入

与财富、成员构成(包括已有孩子数量、是否有父

母帮助照料等),都可能导致微观个体生育偏好、
动机以及行为上的显著差异[10]。 从宏观角度来

看,公共福利政策、生育政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房价等均会影响居民生育决策[11 - 15]。

同本文研究相关的另外一条文献是针对影子

教育的研究。 尽管影子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学生成绩[5],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弊端[16],在显

著增加家庭教育支出[17] 的同时,还扩大了城乡及

不同阶层间获得教育资源和取得教育结果的差

距[18]。 近年来,教育经济学领域开始关注并识别

影子教育的跨家庭溢出效应,发现家庭的影子教

育投资决策易受周围家庭表现的影响[19 - 20]。 本

文则参照 Kim 等[6] 的研究,认为父母在做出影子

教育投资决策时,更倾向于自己子女与其他孩子

相比的表现,并将其定义为影子教育的地位外部

性。 而子代教育作为家庭决策中的重中之重,却
鲜有经济学研究考察影子教育对个体生育决策的

作用。 仅 Kim 等[6]从宏观角度模拟了地位外部性

作用下影子教育对生育率的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仍存在可以进一步补充

的空间。 首先,现有文献关注的是影子教育对家

庭经济支出的具体影响,而关注其对居民生育意

愿影响的研究多局限于理论层面,缺乏微观实证

证据。 其次,以往研究关于影子教育对居民生育

作用机制的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较为少见。 鉴于

此,本文拟为影子教育与居民生育之间的关系补

充微观层面证据,并提供其作用机制方面的理论

与实证支撑。
二、理论框架与影响机制

家庭生育决策以 Leibenstein 于 1970 年提出的

“成本—效用理论”为基础,主张不同家庭会根据

孩子所带来的效用与成本选择是否生育以及生育

数量,并认为生育成本不仅包括子代教育费用、衣
食住行等直接成本,更应该涵盖父母因为生育、培
养一个新的孩子失去的闲暇、获得收入的机会以

及承受的心理压力等间接成本。 在此基础上,
Becker 等[21]提出的“质量—数量替代”理论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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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1 年 7 月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
称“双减”政策)。 该政策要求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坚持从严审批机构,并对培训机构服务行为进行规范,提出“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 1 年内有效减轻、3 年内成效显著”的工作目标。



步认为,家庭的生育决策包括对子代质量与数量

两方面的权衡,在收入不变的条件下二者存在替

代效应,生育成本也由此划分为子代“数量”变化

带来的成本与提升子代“质量”的相关成本。
本文假设个人拥有的全部资源为 I, 其效用来

源于子代数量 n、 子代质量 q 以及剩余消费 y, 效

用函数为 U(n,q,y), 并构建生育决策模型为:
maxU = U(n,q,y) (1)
s. t. I = nqπ + nπn + qπq + yπy

其中, πn 表示子代数量成本; πq 表示子代质

量成本; nq 代表子代数量与质量交叠的部分,其相

应成本记为 π [21]。 本文进一步将子代质量成本

πq 细化为经济成本 c1、 时间成本 c2 以及心理成本

c3。 考虑到个体在经济条件、闲暇程度、心理状态

等方面的初始禀赋不同,设定 πq = h( c1,c2,c3),
且有条件 ∂πq / ∂c1 > 0, ∂πq / ∂c2 > 0, ∂πq / ∂c3 > 0
成立。

为考察影子教育扩张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作用

机制,本文进一步在基准模型框架中引入影子教育

变量 edu_s。 首先,影子教育增加了提升子代质量的

经济成本。 依据 2020 年《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⑥

数据显示,教育培训支出占我国居民总消费支出

的 32. 44% ,高居首位。 家庭追求社会地位、养儿

防老以及父母纯粹的利他主义等动机[22],均在不

同程度上解释了教育经济支出的持续攀升。 而任

伟聪等[17]的研究发现,影子教育的地位外部性进

一步扩大了家庭影子教育支出增加的幅度,加重

了居民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
其次,影子教育发展使得家庭为提升子代质

量不得不让渡更多闲暇时间。 2024 年《中国生育

报告》显示,在一孩家庭养育子女至成年的过程

中,父亲、母亲由于养育孩子而减少的闲暇时间平

均每周减少 8. 7 小时和 5. 9 小时。 而在地位外部

性的影响下,影子教育的持续扩张进一步强化了

上述养育教育责任,使得父母被迫花费更多时间

提升子代质量。 陈卫等[23] 研究发现“没人帮忙照

顾孩子”已成为城市女性不想再生育的第二大因

素,教养孩子的时间成本不容忽视。
最后,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地位外部性作

用下影子教育容易使家长产生严重的教育焦

虑[24]。 教育焦虑可以概括为人们由于教育过程、
教育结果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担忧、不安甚至恐

慌等复杂情绪。 一方面,影子教育扩张使得学生

之间的竞争依赖于家长资源的比拼,家长在教育

过程中容易产生母职 /父职的“身份认同”危机,怀
疑自己胜任家长的能力。 另一方面,一旦家庭将

优势资源全部集中于子代教育,就会对其表现提

出高要求高标准,从而容易激化家庭矛盾,引发家

庭教育焦虑情绪。 因此,影子教育增加了家庭为

获取子代质量需支付的心理成本。
综上分析,将提升子代质量所支付的经济成本、

时间成本和心理成本定义为影子教育的增函数: c1 =
c1(edu_s)、 c2 = c2(edu_s) 和 c3 = c3(edu_s), 且 ∂
c1 / ∂edu_s > 0、 ∂c2 / ∂edu_s > 0 和 ∂c3 / ∂edu_s > 0。
结合上述分析求解生育决策的效用最大化问题,
基于式(1)构建拉格朗日函数并推得最优生育数

量为:

n︿ =
MUq

λπ -
h[c1(edu_s),c2(edu_s),c3(edu_s)]

π
(2)

受地位外部性影响,影子教育市场扩张使得

个体从提升子代质量中获得的边际效用 M Uq 呈现

出递减趋势。 具体而言,当所有个体都试图通过

增加教育投资提升子代竞争力时,整体质量的提

升不仅并未带来子代间相对位置的显著改变[20],
还可能使得每一单位子代质量提升带给个体的效

用下降。 因此,子代质量的边际效用可定义为影

子教育的函数,即 MUq = MUq(edu_s), 且满足条

件 ∂MUq(edu_s) / ∂edu_s ≤0。 将子代质量的边际

效用函数代入式(2),并通过最优生育数量 n︿ 对影

子教育 edu_s 求导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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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合创办的年度调查品牌,它每年发放 10 万张明

信片问卷,覆盖全国 31 个省份、104 个城市和 300 个县,每年调查 10 万户中国家庭的生活感受、经济状况、消费投资预期、民生困难和幸福

感等。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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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3)可知,影子教育扩张主要是通过增加

居民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心理成本对其生育

意愿产生消极影响。 同时,子代质量边际效用的

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影子教育对居民生育意

愿的抑制作用。 然而,边际效用递减趋势仅在子

代质量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才能够得以体现,其根

源在于个体提升子代质量的成本投入显著增加,
而实际效果却未能与预期相匹配。 据此,本文认

为提升子代质量的生育成本才是影子教育弱化居

民生育意愿的核心路径,并提出研究假说:影子教

育通过增加家庭教育支出(经济成本)、迫使个体

为养育孩子让渡自身闲暇(时间成本)、引发家庭

教育焦虑(心理成本),对居民生育意愿产生负面

影响。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考虑到居民生育意愿在短期内呈现出稳定

性,而影子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

潜移默化过程。 在影子教育地位外部性的裹挟

下,个体维持子代竞争优势的理性选择通常是持

续向影子教育市场寻求支持,从而不能及时调整

其生育决策。 结合上述分析以及数据可得性考

量,本文采用横截面数据模型检验影子教育扩张

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
ferci = α0 + α1edu_sc + X′

ciθ + ηp + εci (4)
其中, i 表示个体, c 表示城市; ferci 为城市 c

个体 i 的生育意愿; edu_sc 为核心解释变量,即城

市 c 的影子教育规模; Xci 为控制变量,其中个体层

面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受教育水

平、就业状态、相对收入水平、是否有养老保险等,
家庭层面特征变量包括家庭是否有房产、已有孩

子数量等,城市层面特征变量包括人口总数、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普通高等学校数量、人均商品房销

售总额、行政区域面积等; ηp 为省份固定效应, εci

为扰动项。 本文重点关注的系数为 α1。
(二)内生性问题讨论

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内生性问题需要特别

注意。 其一,遗漏变量问题。 不同城市在经济发

展状况、公共教育资源供给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这些因素可能会同时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和影子教

育市场发展状况。 鉴于此,本文在构建回归模型

时力求纳入诸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城市层面控

制变量,旨在削弱由此所产生的内生性偏差。 其

二,反向因果关系。 在展现出较高生育意愿的城

市,适龄中小学生的数量自然更为庞大,这直接导

致居民对于优质教育资源和机会的高需求。 而影

子教育市场作为响应机制自然倾向于增加培训机

构的数量与种类。 其三,自选择偏误。 倾向于提

高子代质量的个体,在做出生育决策之前会预先

对未来子女的教育环境进行前瞻性规划,导致他

们在做出定居选择时更偏好于影子教育资源更为

丰富的城市。 其四,测量误差问题。 非正规的地

下、灰色培训机构使得测度影子教育规模时存在

测量误差。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估算的影子教

育市场规模实际上构成了实际规模的下限,若此

时仍能够观测到两者间的显著负面影响,则本文

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可进一步增强。
为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夏怡然

等[25]、陈武元等[26]的研究,构建各城市“明清时期

累计进士数量”作为影子教育规模的工具变量,认
为明清进士数量反映了不同城市“崇文尚学”的社

会风气,这种深植于地域文化基因中的教育传统

通过代际传递(如家庭教养模式、教育期望的承

袭)形成持久性影响,提升了居民对教育竞争的敏

感度,影子教育市场也得以蓬勃发展。 因此,本文

认为明清进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资本具有强路径

依赖性,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 同时,该变

量具备独特的外生性优势。 其一,明清进士数量

反映的是前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遗产,其
积累过程早于当代经济结构变迁数百年,独立于

当前经济发展、产业政策等因素。 其二,该变量主

要通过塑造地域性教育文化偏好来影响当代家庭

教育投入,而非直接作用于生育决策的经济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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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可有效避免与生育意愿扰动项(如区域经济

景气度、社会保障水平)的直接关联。 其三,作为

既定的历史沉淀指标,该工具变量不受当代教育

或生育政策调整的反向影响,避免了政策内生性

导致的估计偏误。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重点关

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1. 数据来源

首先,本文使用的个体和家庭层面数据来源

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20 年的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
据库。 其次,为测度城市层面的影子教育规模,本
文借助天眼查基本信息数据库获得 2020 年各城市

登记在册、经营范围包括中、小学阶段的影子教育

机构数量。 最后,中小学在校生数量、人口总数、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作为控制变量的城市特征数

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社会大

数据研究平台以及各城市统计公报。 在数据处理

方面:其一,由于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只针对

已婚且处于生育年龄(年龄大于等于 18 岁小于 50
岁)的群体调查其未来两年的生育意愿,在实证分

析中仅保留了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样本;其二,基
于城市识别码,依次将影子教育规模变量、城市特

征信息与包含个体、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集相匹

配。 在对所需指标的缺失值、异常值等进行剔除

后,最终得到覆盖 107 个城市的 4 937 个成人

样本。
2. 变量定义

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影子教育规模,
以各城市平均每万名中小学在校生对应的校外培

训机构数量的对数来度量。 被解释变量为居民生

育意愿,选取 CFPS 2020 成人问卷中对应的问题

“未来两年内是否会要孩子”来刻画:若受访个体

回答“是”,则生育意愿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变量取

值为 0。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前两列的 OLS 回归结果显示影子教育规

模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第(3)

列为工具变量估计:第一阶段结果表明,明清时期

累计进士数量对城市的影子教育规模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 Durbin-Wu-Hausman 检验通过,说明存在

内生性问题,使用 IV 估计量是必要的;识别不足与

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明,该工具变量能够有效

帮助识别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且不是弱工具变量。
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影子教育规模每增加一个

标准差,居民生育意愿显著降低 0. 097 个百分点。
若将生育意愿作为生育行为的预测指标,并以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 2020 年中国育龄妇女总

数(约 3. 71 亿人)为基数,则育龄女性生育意愿降

低 0. 097 个百分点意味着中国出生人口将减少约

36. 03 万人。 此外,为增强统计推断的可靠性,表 2
第(4)列汇报了稳健标准误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相

应结果,同时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为二元变量,第
(5)列进一步汇报了使用 IV-Probit 估计结果。 研

究结论均保持稳健。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居民生育意愿 — 0. 106 0. 308 0. 000 1. 000 4 937

影子教育规模 — 1. 290 0. 714 - 0. 636 2. 736 107

性别 — 0. 458 0. 498 0. 000 1. 000 4 937

年龄 — 37. 641 7. 281 18. 000 49. 000 4 937

户口类型 — 0. 747 0. 435 0. 000 1. 000 4 937

受教育程度 — 3. 237 1. 347 1. 000 7. 000 4 937

就业状态 — 0. 871 0. 336 0. 000 1. 000 4 937

相对收入水平 — 2. 856 0. 959 1. 000 5. 000 4 937

养老保险 — 0. 683 0. 465 0. 000 1. 000 4 937

家庭房产 — 0. 835 0. 372 0. 000 1. 000 4 937

实际孩子数量 — 1. 785 0. 862 0. 000 7. 000 4 937

ln(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ln(万元) 11. 001 0. 966 9. 664 19. 552 107

ln(总人口数) ln(万人) 6. 138 0. 627 4. 618 7. 819 107

ln(人均商品房销售总额) ln(万元) 8. 829 0. 946 6. 100 11. 295 107

行政区域面积 km2 223. 642 287. 378 14. 000 1 469. 050 107

高等学校数 所 12. 579 20. 013 1. 000 92. 000 107

注:①影子教育规模:城市平均每万名中小学在校生对应的校外培
训机构数量的对数值。 ②性别:男性 = 1,否则 = 0。 ③户口类型:
农村户口 = 1,其他 = 0。 ④受教育程度:分为 1 ~ 8 共 8 个等级,受
访者为文盲或半文盲则受教育程度取 1,小学毕业则取 2,初中毕
业取 3,高中、中专、技校、职高毕业则取 4,大专毕业取 5,大学本科
毕业则取 6,硕士毕业取 7,博士毕业则取 8。 ⑤就业状态:目前在
业 = 1,否则 = 0。 ⑥相对收入水平:分为 1 ~ 5 共 5 个等级,表示受
访者认为自身相对收入水平由很低到很高。 ⑦养老保险参保情
况:至少参与一种养老保险项目 = 1,否则 = 0。 ⑧家庭房产:完全
产权住房 = 1,否则 = 0。

(二)稳健性检验

①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构建“平均每万名中小

学生对应的校外培训机构资本规模”指标来量化

城市的影子教育规模。 ②替换因变量,一是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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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居民生育意愿

(1) (2) (3) (4) (5)
OLS OLS IV IV IV-Probit

影子教育规模
-0. 012∗

(0. 007)
- 0. 020∗∗

(0. 009)
- 0. 136∗∗∗

(0. 039)
- 0. 136∗∗

(0. 067)
- 0. 844∗∗∗

(0. 267)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 937 4 937 4 937 4 937 4 925
R2 0. 001 0. 190 0. 164 0. 157 —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ln(明清时期

累计进士数量)

识别不足检验

弱工具变量
检验(F 值)
Durbin-Wu-
Hausma 检验
( χ2 统计量)

— —

0. 110∗∗∗

(0. 006)
311. 264
[0. 000]
362. 50
{16. 38}

9. 442
[0. 002]

0. 110∗∗∗

(0. 041)
0. 110∗∗∗

(0. 006)

— —

间接居民生育意愿指标,即当期望孩子数量大于

实际已有孩子数量则认为个体存在生育意愿。 二

是根据宋健等[15]、杨雪等[28] 的研究,分别构建异

质、同质生育安排指数⑦。 ③为避免因样本选择导

致的估计偏误,本文进一步使用 2018 年中国综合

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 ④参考乔

艺波等[29]的研究,选取“城市多中心程度”作为工

具变量进行回归,从内生性检验结果来看其选取

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 表 3 结果表明,上述稳健性

检验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相近,进一步验证本文核

心结论的可靠性。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更换核心
解释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外部有效性
(CGSS)

更换
工具变量

居民生育
意愿

间接居民
生育意愿

异质生育
安排指数

同质生育
安排指数

居民生育
意愿

居民生育
意愿

(1) (2) (3) (4) (5) (6)

影子教育规模
-0. 244∗∗∗
(0. 089)

-0. 248∗∗∗
(0. 063)

-0. 537∗∗∗
(0. 103)

-0. 439∗∗∗
(0. 088)

- 0. 352∗
(0. 207)

- 0. 173∗
(0. 092)

观测值 4 435 6 932 6 932 6 932 3 459 5 245
R2 0. 117 0. 443 0. 329 0. 509 0. 339 0. 243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城市多中心程度

识别不足检验

弱工具变量
检验(F 值)
Durbin-Wu-

Hausman 检验

( χ2 统计量)

—

-0. 349∗∗∗
(0. 044)
63. 511
[0. 000]
62. 175
{16. 38}

2. 795
[0. 095]

(三)异质性分析

1. 子代数量

不同孩子数量的家庭对进一步生育所面临的

边际成本存在差异,其生育决策会受到子代数量

的影响。 且已育个体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影子

教育对于家庭经济负担、生活质量等多方面的影

响,更审慎地做出生育决策。 鉴于此,本文根据家

庭已有子代数量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 由表 4 可

知,首先,在没有孩子的家庭中,影子教育对居民

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受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

影响,初胎生育的需求具有刚性,此时影子教育带

来的生育成本不再是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 其

次,影子教育对家庭二胎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最

大,而对三胎生育意愿的消极影响相对有所下降,
但仍然显著。 最后,三胎以上家庭的居民生育意

愿受影子教育的影响并不显著。 对于此类个体,
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因素可能在生育决策过程

中发挥更大作用。
表 4　 异质性分析:子代数量

变量
家庭已有孩子数量

没有孩子 1 个孩子 2 个孩子 3 个及以上孩子

影子教育规模
0. 483

(0. 341)
- 0. 307∗

(0. 162)
- 0. 079∗

(0. 041)
- 0. 068
(0. 084)

观测值 179 1 601 2 463 686
R2 0. 015 0. 039 0. 018 0. 053

2. 家庭收入

前文理论分析部分强调影子教育引致的经济

成本是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重要机制之一。 而家

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能够抵消育儿成本上涨,进而

对居民生育意愿产生正向激励。 表 5 中第(1)列、
第(2)列结果显示,影子教育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

响在高收入家庭中并不显著,但显著降低了低收

入家庭的生育意愿。 当影子教育市场扩张时,低
收入家庭可能会因为无法负担预期养育成本而被

迫减少预期生育数量。 而对高收入家庭来说,影
子教育带来的经济成本并非其生育决策时重点考

虑的因素。
3. 社会网络

影子教育市场的持续扩张弱化居民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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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根据宋健等[15]研究,对女性来说,期望孩子数量超过实际生育行为的部分乘以无偏离概率(85% )可用于表示未来可实现的生育子

女数,男性则不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偏离,据此可定义异质生育安排指数。 而杨雪等[28]认为男性与女性具有相同的生育偏离,据此

可定义同质生育安排指数。



的核心逻辑源于地位外部性对家庭影子教育投资

决策的裹挟。 当家庭嵌入紧密的社会交往网络

时,更易暴露于与“别人家孩子”教育成就的社会

比较压力中。 为验证上述逻辑,本文采用自评人

缘关系作为个体社会交往网络紧密程度的代理变

量进行异质性分析。 表 5 第(3)列、第(4)列的结

果表明,影子教育扩张显著弱化了紧密社会交往

群体的生育意愿,但在社会交往相对疏远的子样

本中影响并不显著。 这一异质性结果为地位外部

性作为衔接影子教育市场与微观教育投资决策的

关键纽带提供了暗示性证据。
表 5　 异质性分析:家庭收入与社会网络

变量
高家庭收入 低家庭收入 社会交往紧密 社会交往疏远

(1) (2) (3) (4)
影子

教育规模
- 0. 061
(0. 058)

- 0. 186∗∗∗

(0. 061)
- 0. 130∗∗∗

(0. 045)
- 0. 113
(0. 075)

观测值 2 801 2 124 3 690 1 246
R2 0. 211 0. 131 0. 172 0. 192

4. 养老保险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养儿防老”是一种被

广泛接受的养老方式,与此并行的另一种主流养

老安排则是养老保险制度。 根据萨缪尔森的代际

交替模型,参与养老保险则是个人为适应年老阶

段的消费需求而在年轻时进行的预防性储蓄。 对

于那些已参与养老保险的个体而言,他们已经在

一定程度上通过养老保险制度为自己的老年生活

提供了经济保障,从而减轻对子女赡养的直接依

赖,在生育选择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相反,对于

未参与养老保险的群体而言,由于缺乏长远的养

老保障,他们更可能受到“养儿防老”观念的驱动,
倾向于通过提升子女的数量与质量来增强自身在

老年阶段被赡养的能力。 在此情境下,影子教育

作为影响子女教育质量与成本的关键因素,可能

对未参保群体的生育意愿构成了更为显著的制

约。 表 6 中第(1)列、第(2)列的结果显示,在未参

保群体中影子教育对生育意愿的消极影响要大于

已参保群体。 进一步地,本文根据 CFPS 问卷中受

访者对“生养子女是为了从经济上帮助家庭”的认

同度,将未参保群体划分为同意、不同意两组子样

本。 若影子教育确系弱化未参保群体生育意愿的

重要因素,且依赖“子女教育投资作为养老保障”
这一路径实现,则该消极影响应在同意该观点的

未参保个体中更为显著。 表 6 第(3)列、第(4)列
汇报的分组回归结果与上述预期相符。

表 6　 异质性分析:是否有养老保险

变量
有养老保险 无养老保险

(1) (2)

无养老保险
同意生育的

经济支持动机
不同意生育的
经济支持动机

(3) (4)
影子教育

规模
- 0. 129∗∗∗

(0. 041)
- 0. 223∗∗

(0. 108)
- 0. 336∗∗

(0. 156)
- 0. 133
(0. 171)

观测值 3 374 1 562 749 747
R2 0. 163 0. 136 0. 098 0. 166

五、机制分析

(一)地位外部性

理论模型部分剖析了影子教育影响居民生育

意愿的三种作用机制: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心理

成本。 然而,上述作用机制的有效运转隐含影子

教育存在地位外部性这一关键前提假设。 中国家

庭追踪调查在 2020 年的少儿家长代答问卷中访问

了每位孩子最近一个月是否参加亲子班或辅导

班,本文将其与个人问卷、家庭问卷与城市变量进

行匹配,构建“是否有孩子参与辅导”与“家庭内参

与辅导的孩子占总子女数的比重”来衡量个体影

子教育参与决策。 表 7 报告了相应工具变量回归

结果,表明影子教育市场的规模扩张显著提升了

家庭的影子教育参与。 上述结果为地位外部性的

存在提供了实证支撑,为后续机制分析奠定基础。
表 7　 地位外部性

变量
是否参与辅导 参与辅导孩子占比

(1) (2)

影子教育规模
0. 190∗∗

(0. 081)
0. 235∗∗∗

(0. 074)
观测值 2 271 2 271
R2 0. 162 0. 169

(二)经济成本机制

前文中异质性分析中已经表明,影子教育对

生育意愿的消极影响在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

中更为显著,这为经济成本机制提供了间接证据。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在 2020 年的家庭问卷中访问了

家庭在过去 12 个月的教育培训支出和家庭总支

出,本文根据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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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教育支出程度这一二元代理变量:若家庭

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大于中位数,则教育支

出程度变量取值为 1,否则该变量取值为 0。 表 8
报告了经济成本机制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第(1)
列结果表明影子教育增加了家庭的教育支出,而
第(2)列、第(3)列则报告了依据教育支出程度分

组的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在教育支出程度相对

较高的群体中,影子教育对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

更大,而在教育支出程度低的家庭中,该负面影响

不再显著。 上述结论验证了“经济成本”机制。
表 8　 经济成本机制

变量
教育支出程度

(1)

生育意愿

高教育支出程度低教育支出程度

(2) (3)

影子教育规模
0. 160∗∗

(0. 071)
- 0. 146∗∗

(0. 061)
- 0. 101
(0. 062)

观测值 4 392 2 196 2 196
R2 0. 080 0. 063 0. 253

(三)时间成本机制

依据 CFPS 在个人问卷中所询问“每周通过各

种方式看电视、电影及其他视频节目的时间”问题

的回答,本文构建二元变量“闲暇”作为时间成本

的代理变量。 若个体每周看电视电影的时长大于

中位数,则闲暇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若个

体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则意味着提升子代质量

需付出的时间成本相对更低。 表 9 第(1)列结果

显示,影子教育扩张显著降低了个体的闲暇时间。
而第(2)列、第(3)列分组回归结果则显示,影子教

育对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在闲暇时间较短的群体

中更大。 上述结论表明,影子教育扩张迫使个体

让渡自身闲暇,付出更多的时间养育孩子,从而削

弱了居民生育意愿。
表 9　 时间成本机制

变量
闲暇

(1)

生育意愿

闲暇时间长 闲暇时间短

(2) (3)

影子教育规模
- 0. 126∗

(0. 076)
- 0. 138∗∗

(0. 054)
- 0. 193∗∗

(0. 075)
观测值 4 290 2 109 2 181
R2 0. 013 0. 176 0. 114

(四)心理成本机制

在 CFPS 2020 年问卷中询问了“您认为教育

问题在我国有多严重”问题,对该问题回答的打分

范围在 0 到 10 分之间。 其中,0 分表示受访者认

为现有教育问题完全不严重,10 分则表示问题非

常严重。 本文利用该问题的答案,构建心理成本

的二值代理变量“教育焦虑程度”,当打分范围大

于等于 5 分时,教育焦虑程度变量的赋值为 1,反
之赋值为 0。 表 10 第(1)列结果表明,影子教育显

著正向影响个体的教育焦虑程度;而第(2)列、第
(3)列的分组回归结果则显示,在教育焦虑程度较

高的家庭中,影子教育的影响更大也更显著。 上

述结果验证“心理成本”机制。
表 10　 心理成本机制

变量
教育焦虑程度

(1)

生育意愿

高教育焦虑程度低教育焦虑程度

(2) (3)

影子教育规模
0. 108∗∗

(0. 050)
- 0. 146∗∗∗

(0. 046)
- 0. 117∗

(0. 070)
观测值 4 926 4 103 822
R2 0. 035 0. 165 0. 190

六、进一步分析:生育支持政策

前文分析表明,约束和规范影子教育市场对

于改善当前的低生育率社会环境具有至关重要作

用。 与此同时,亦需探讨和制定能够与之发挥协

同作用的配套政策,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以缓

解影子教育扩张对居民生育意愿的消极作用。
根据经典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家庭对子代质

量的需求以及最适宜的影子教育投资决策应基于

其对现期教育成本与预期未来收益的精心权

衡[30]。 从减少现期教育成本角度来看,政府公共

财政支持能够从教育供给侧出发有效分摊家庭的

教育负担[31],是缓解影子教育对居民生育意愿消

极影响的一项重要策略。 从预期的未来收益角度

出发,以丰富养老保障内容、扩大保障范围为重点

健全当前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居民不再因担忧自

己的养老问题而进行预防性储蓄,其保障子女教

育需求的能力增强,影子教育对生育意愿的负面

影响就会被削弱。
本文使用调节效应模型对上述假说进行验

证。 首先,借助 2020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教

育支出指标计算各城市教育支出占地方生产总值

18

科技与社会　 影子教育扩张、地位外部性与居民生育意愿



的比重,并利用比重的中位数构建教育公共支出

虚拟变量,对于教育支出占比低于中位数的城市

该虚拟变量赋值为 0,否则赋值为 1。 其次,鉴于当

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优化重心逐渐倾向于养老

保障,其中致力于为失能老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

务的“长护险”已成为保障未来养老生活的重要社

会保障政策工具,其普惠力强、实施面广,被称为

社保五险之外的“第六险”。 因此,本文借助“长护

险”政策试点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变量,将 2020 年

“长护险”政策试点城市及省份记为 1,认为其社会

保障体系建设相对健全,其他记为 0,其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有待完善。 表 11 第(3)列回归结果显

示,公共教育支出、社会保障体系分别与影子教育

的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从供给侧出发提

升公共教育支出、从需求侧出发健全社会保障体

系相辅相成,共同缓解了影子教育对生育意愿的

消极影响。
表 11　 进一步分析:生育支持政策

变量
生育意愿

(1) (2) (3)

影子教育规模
- 0. 032∗∗

(0. 015)
- 0. 031∗∗∗

(0. 009)
- 0. 046∗∗∗

(0. 016)

教育公共支出
- 0. 051∗

(0. 027)
— -0. 052∗

(0. 027)
影子教育规模 ×
教育公共支出

0. 031∗

(0. 018)
— 0. 035∗∗

(0. 018)

社会保障体系 — -0. 079∗∗

(0. 031)
- 0. 112∗∗∗

(0. 033)
影子教育规模 ×
社会保障体系

— 0. 047∗∗

(0. 019)
0. 051∗∗∗

(0. 020)
观测值 4 465 4 937 4 465
R2 0. 201 0. 191 0. 203

七、结论与建议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生育率持续低迷的严峻

考验,未来将导致劳动力短缺和成本上升,社会养

老负担加重等问题,对家庭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挑战。 因此,在少子化背景下深入探究影子

教育如何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对于我国政府制

定和实施旨在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具

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文使用 CFPS 数据实证探

究了影子教育与生育意愿间的关系,并从经济成

本、时间成本、心理成本 3 个渠道提供了作用机制

解释,为人口学经济领域的相关文献提供了有益

补充。 研究发现,在地位外部性作用下影子教育

通过增加家庭教育支出、挤占闲暇时间、加重心理

焦虑方式弱化了居民生育意愿,尤其在已育,社会

交往紧密家庭,以及低收入、未参与养老保险等相

对弱势群体中影响效应更为显著。
本文的研究从实施积极应对少子化国家战

略角度出发,为具体落实教育减负政策提供了一

些有益参考。 第一,强化“双减”政策长效治理,
构建影子教育规范化监管体系。 完善影子教育

市场准入标准与动态退出机制,建立健全的市场

监管机制,防范课外补充教育变质为“家教公司”
或“私教服务”。 第二,深化社会舆论引导,消解

教育焦虑的传播。 进一步强化教育减负政策及

现阶段已有成果宣传,弘扬积极正面的教育理

念,弱化地位外部性引发的非理性跟风行为。 第

三,增加公共教育投入,强化学校主阵地作用。
着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与课后作业辅导服务保

障,同步推进“教师轮岗” “就近入学”等关键举

措。 通过提升校内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减少家

庭补充教育需求。 第四,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

系,持续完善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度设计,提高公

众对社会保障问题的认识和参与度。 通过上述

措施降低居民对未来风险的预期,增强当前教育

投资信心,为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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